
 

 1 

中国 PM2.5污染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及经济损失核算 

丁镭
1
 方雪娟

2
 陈昆仑

31
 

（1.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环杭州湾地区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中国浙江 宁波 315800； 

2.中国科学院 城市环境研究所，中国福建 厦门 361021； 

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合理评估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风险和经济损失，对于区域空气污染治理和健康中国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基于遥感数据解译 2015、2017 年中国 338 个城市 PM2.5浓度和人口密度数据，选择暴露—响应模型来

估算 PM2.5污染而导致的早逝及相关疾病发病率，进而采用生命价值法和疾病成本方法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化水平下

的经济损失差异。结果表明：(1)2015—2017 年，PM2.5环境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总体的污染格局没有显著改变。

高污染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以及周边城市。(2)PM2.5污染导致健康终端损失和经济损失有大幅的降低。其中，

居民健康终端损失人数降低 23.9%；居民经济损失总值从 2015年的 18249.6亿元降低到了 2017年的 13826.4亿元，

降低了 24.24%。(3)城市化率的提高对 PM2.5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和相应的经济损失都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针对京

津冀等部分高污染和高城市化水平城市。未来，需因地制宜，加强重点城市的 PM2.5监控与治理，切实保障城市居民

的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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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急速推进，由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所诱发的居民健康损失和社会经济效益损失评估逐渐成为热点，典型

如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影响[1-2]。已有环境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短期或长期暴露于重污染空气环境，会对人体的呼吸、

心血管、免疫系统等带来损伤，造成 DNA、染色体等结构发生突变，并给新生儿早逝、出生缺陷等带来显著影响[3-6]。然而，在

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高人口密度及人口流动致使的暴露于污染下的人口数量增多[7-8]，高污染高暴露致使城市居民健康问题更加

凸显。因而，合理评估城市空气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影响和经济损失，对于空气污染治理和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伴随着对空气污染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细化，从环境风险和环境经济视角探讨空气污染因子导致的大样本城市健康

损失估算越来越受到关注。从研究内容来看，自公共健康领域的专家提出全球疾病负担的概念后，诸多学者通过实验、问卷调

查、实地调研等多种途径来衡量暴露在空气污染的环境下，PM2.5如何影响死亡率、疾病发生率、住院率、工作时间等
[9-11]

。结果

发现若降低 PM2.5 的年平均浓度，则人群期望寿命会有一定的增加[12]，经济收益[13]也会有一定提升；反之，则带来不同程度的损

失和危害。比如，李慧娟等对我国 62个环保重点城市评估结果显示 PM2.5污染造成约 12.5万人的早逝和 5705亿元的经济损失[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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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祥等研究显示 2015年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 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 30.7万人，占总死亡人数的 28.6%[15]。但

在实证研究中，由于城市样本容量、研究方法、基准年份、基准浓度和空气污染因子等选择的差异，由不同流行病案例得到的

暴露响应系数会存在较大的不同，进而对实际的健康或经济损失估算结果带来一定偏差
[16-17]

。从研究方法来看，为直观认知空气

污染给居民健康造成的不利影响，学者们采用人力资本法、修正人力资本法、生命价值法（VSL）、支付意愿法（WTP）、边际支

付意愿（MWTP）和疾病成本法（COI）、情景分析法等来评估空气污染对经济的影响，核算由污染导致的相关经济损失数额[18-21]；

还有学者借鉴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模型或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来估算大气污染给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22-23]。不同的评估核算方法

有着各自的优缺点。随着公共卫生数据统计的不断完善和数据质量的不断提升，生命价值法和疾病成本法的估算结果将更加接

近现实、更为可靠[21]。从研究尺度来看，不同学者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国家层面、多个城市层面（大样本）、单一城市层面的分

析和比较，但是在时间截面上主要选择的是单一年份的分析[21,24]。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为科学探寻空气污染健康损失量、区域（城市）差异的比较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分析框架。并且，目

前 PM2.5 健康损失评价越来越注重开展大样本城市尺度的流行病研究案例，但是缺乏在时间层面的比较演化研究，也较少关注居

民健康损失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比如不同城市化水平驱动下的 PM2.5健康损失评价。为提升 PM2.5暴露响应系数的研究精度，也

为了反映不同城市化水平的健康损失差异，探究城市化与 PM2.5 健康损失的关系（是加剧还是减轻）成了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和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新的关注点
[24-27]

。 

基于此，本文以 2015、2017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 338 个城市（暂未涵盖海南三沙市、香港、澳门和台湾）的 PM2.5数据为基

础，并结合城市化、人口密度数据提供全面的健康风险评估，再依据相关医疗数据对中国的 PM2.5产生的健康影响进行经济评估，

并检验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经济损失，探究城市化与健康损失的相关关系，有助于在城市尺度上全面认识和把握空气污染带来

的巨大威胁。同时，不同城市化水平、区域间的健康风险及经济损失比较，可以为国家空气污染区域合作治理、美丽中国和健

康中国建设等提供成本—效益分析依据或决策参考，以减少全社会的福利损失。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主要为五部分：PM2.5污染数据，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数据，人均 GDP相关经济数据，门诊服务或住院费用

等医疗相关数据。 

为了减少使用地面监测点可能带来的误差和数据损失，并提高计算结果的精确度，本文采用了基于卫星遥感的空气污染数

据[28-29]。一般而言，遥感影像数据相对地面有限的监测点数据可以反映所有排放源的综合贡献，因而更能衡量城市空气污染平均

水平[2,30]。因此，本文的 PM2.5污染数据采用了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Analysis Group提供的 0.1°分辨率的全球年度卫星衍

生 PM2.5产品，再进行 Zoon statistics统计后用来衡量中国城市尺度的 2015、2017年 PM2.5污染状况（图 1）。 

同时，已有相关暴露—响应计算健康终端变化多使用年末常住人口[31]，这种由人口普查及抽查估计出的人口忽略了大量的

流动人口，会给最终结果带来较大偏差。因此，本文采用卫星遥感数据来计算各城市的人口规模，更能准确估计当前暴露于 PM2.5

污染中的实际人口总量[2,32]。具体的人口密度数据由 GIST(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提供 1km×1km

分辨率的 LandScan 数据计算得到。城市化率、人均 GDP 及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 2016、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的

统计年鉴，单位门诊服务或住院费用来自于 2016、2018年的《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 

1.2研究方法 

1.2.1暴露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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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空气污染导致的环境健康风险评估，现有研究主要从流行病学观测中得到空气污染物浓度与人群健康效应之间的暴露

—响应关系，进而根据泊松回归的相对危险度模型进行推导[33-34]。在该模型中，设定人群的健康终端在 PM2.5污染的实际浓度下的

健康风险（发病或死亡率）为： 

 

由此，PM2.5污染的健康风险变化可以表示为： 

 

式中：E 表示由 PM2.5浓度变化带来的健康终端的变化；P 为暴露的人群；I 为实际 PM2.5浓度下导致的居民健康风险；I0表示

参考基准浓度下 PM2.5导致的健康风险；C代表实际 PM2.5浓度，而 C0则为 PM2.5的参考基准浓度；β为暴露—响应函数。 

暴露—响应函数分析来源于流行病学揭露长期暴露于污染的空气中对人体健康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比如被广泛采用的美国

哈佛六城市研究和美国癌症协会的研究系数[35]。但这两个研究均为美国低 PM2.5 浓度背景下的研究结果，其研究得到的暴露—响

应系数并不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因而，本文参考黄德生、王桂芝等的研究
[20,23]

，选用其暴露—反应系数来进行不同健康

终端的健康效应评估，具体系数如下：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 2005 年发布的空气质量准则（WHO,2006），将年平均暴露浓度 10μg/m3作为 PM2.5长期暴露的基准值[36]。

这一浓度是美国癌症协会（ACS）开展的研究中所观察到对生存率产生显著影响的浓度范围的下限[37]。相比我国的《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对 PM2.5年均限值的一级标准（15μg/m3）、二级标准（35μg/m3），本研究选用的参考值10μg/m3更加严

苛，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值估计结果也会变大，变得更严重。这有助于在更高标准下重新评估 PM2.5 污染带来的健康风险和严峻

挑战。 

1.2.2VSL和 COI 

由 PM2.5 浓度变化而导致直接经济损失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于污染导致早逝进而导致劳动力丧失而产生的经济损失，用生

命价值法（VSL）来进行估计[2,38]；另一种则是由于 PM2.5污染导致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上升而产生的医疗费用，使用疾病成本法（COI）

来测算[2,21,39]。具体估算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i指的是 PM2.5污染导致的疾病类型；HEi表示居民患有第 i类疾病而引起的额外医疗支出；RPi代表单位门诊服务或住

院费用；Ei是指由 PM2.5污染引起的第 i类疾病的居民数量；VSL代表因早逝而造成的经济损失；DEL是指 PM2.5污染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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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PM2.5污染分布与城市化的关系 

2.1.1PM22.5浓度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对卫星遥感数据处理，获得 2015、2017 年我国 PM2.5浓度的空间分布图，具体如图 1 所示。其中左侧为 1km×1km 精度

条件下的 PM2.5浓度遥感图，右侧为经过分区统计处理后城市水平的年平均 PM2.5浓度分布。 

从年平均 PM2.5浓度数值来看，PM2.5环境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总体的污染格局没有显著改变。2015 年的最高值为河北省衡

水市的 91.378μg/m3，最低值为海南三亚市的 15.501μg/m3，均值为 45.737μg/m3;2017年的最高值为邢台的 69.108μg/m3，最

低值为西藏那曲的 2.315μg/m3，均值为32.959μg/m3，且地区间的浓度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其中，2015年超过国家二级标准

35μg/m3的城市为 221个，占样本总数的 65.4%，而 2017年的超标城市为 126个，占总数的 37.5%。从分布特征来看，PM2.5浓度

呈现阶梯状分布，最高的地区集中分布在京津冀以及周边城市，次高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西南地区城市，其次还有零散分布在

东北及新疆等少部分高值城市。低于 35μg/m
3
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西南方向的西藏、青海、云南的大部分城市，东南沿海地区

以及东北部靠近国界的城市。中等浓度的地区则主要分布在高值区与低值区中间的缓冲地带。相对由监测站获取的监测数据，

遥感解译数据的年平均浓度值相对稍低，特别是污染最为严重的京津冀地区，但也更反映真实的地区污染平均水平，且与实际

状况较为相符[2,5]。 

2.1.2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解各地区人口分布与暴露情况，将选择替代年末总人口的遥感人口密度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考虑到篇幅和人口分布

总体格局的相似性，本文以 2017年为例进行阐述。如图 2左边为 2017年的 1km×1km精度条件下的人口密度分布遥感图，中间

为经过分区统计处理后城市水平的空间分布图，右侧为城市化率的空间分布图。结合图 1 结果可以发现，2015 年 75%的城市人

口暴露于 PM2.5污染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环境中，而这一比例在 2017年则降到了 49.2%，风险暴露人口有大幅的降低。 

由图 2 可以看出，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人口分布较为密集，而胡焕庸线以西大部分城市人口分布稀疏，特别是中东部及东

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密度位于全国前列，内陆地区则以省会城市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周边人口分布较为密集。这个分布特

征与图 1 的 PM2.5浓度分布特征有一定的相似性，即大多数人口分布密集的地区往往也是空气污染较为严重的区域，典型如京津

冀地区、成渝地区和中原城市群地区。但是，人口的空间分布没有显著的阶梯状分布，相对来说，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分布相

对松散，围绕着大城市呈片状散落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因此，必须结合 PM2.5 浓度及人口密度分布状况这两个主要的影响

因素，才能定量计算后续的暴露于污染空气中的健康终端变化状况。 

城市化率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相似性体现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多为东部沿海城市及内

陆省会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特大城市，城市化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差异性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

东部省份如山东、河南的城市虽然人口密度较高，但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二是西部省区部分城市，例如克拉玛依市、乌海市、

嘉峪关市等，由于特殊的人口分布结构或较高的工业化水平而具有较高的城市化率，但这些城市国土面积宽广、人口密度相对

较低。城市化率是一个可以综合反映城市发展水平的指标，城市化带来了人口集聚，由于人口的集聚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

人口对吃穿住行的需求进一步膨胀，从而加速了建筑业的发展和机动车的增加，加剧了城市生活型空气污染[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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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17年 PM2.5浓度空间分布特征 

 

图 2 2017年人口密度及城市化率分布图 

2.1.3PM2..5浓度与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的关系 

已有研究指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加剧了人口和产业集聚，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交通拥堵、尾气排放增加和环

境污染等“城市病”现象[41-42]。为分析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选择将 2015、2017 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分别与 PM2.5浓度进

行拟合，并分为低浓度阶段的拟合（左侧）和高浓度阶段的拟合（右侧）（图 3）。 

整体来看，在两个年份，PM2.5污染与城市化和人口密度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显著性水平普遍较低，特别是人口密度在低浓

度阶段的拟合和城市化率在高浓度阶段的拟合。相对而言，2015 年的城市化在低浓度污染阶段的拟合和人口密度在高浓度污染

阶段的拟合相关显著性较高，意味着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大多也是人口密集分布的地区，增加了人口暴露的风险。而在 2017年，

高浓度污染阶段的人口密度和城市化率拟合的显著性水平在进一步降低，意味着部分高污染、高城市化水平城市（如北京、天

津等）的 PM2.5 治理成效开始初步显现。但同时，城市化率较高的城市还面临着单位医疗消耗高、务工损失大等问题，因此，有

必要深入探讨 PM2.5 污染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分析城市化与健康影响及经济损失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加直观揭示出不同城市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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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 PM2.5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差异，以便于从居民健康维度出发，划分空气污染防治的优先城市及重点区域。 

2.2城市化进程中的 PM2.5污染健康与经济损失 

2.2.1基于暴露响应函数的健康终端影响评估 

首先，将前述 PM2.5浓度数据和人口数据代入公式（1）中，计算出 338个城市由 PM2.5污染而导致的包括早逝及患病等健康终

端的变化，并选择排名前 20位的城市绘制成柱状图（图 4）。从整体数量上来看，由 PM2.5污染导致的居民早逝和健康损失人数从

2015年的 496.7万人次降到了 2017年的 377.9万人次，降低了 23.9%。其中，慢性支气管炎及哮喘受损的人数最多，均占总健

康受损人数的 26%以上，其次为早逝和呼吸系统疾病，约占总健康受损人数的 16%～18%，而由急性支气管和心血管疾病产生的

健康损失人数相对较少。 

从排名前 20城市的健康终端变化情况来看，由 PM2.5污染导致患病或早逝人口的地区主要发生在京津冀及其周边河南和山东

部分城市、成渝城市群（特别是重庆和成都）以及长三角人口密集地区，部分省会城市如武汉、济南、南京等城市也是健康终

端变化较为显著的地区，排名前四位的城市为北京、重庆、上海、天津 4 个直辖市。同时，这些城市和地区也是主要的 PM2.5浓

度高的大气污染重点控制地区。由此可以看出，人口的密集分布及 PM2.5 浓度变化共同作用于健康终端的变化。但相对来说，污

染物浓度变化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比如东南沿海城市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虽然也是人口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但由于污染浓度

较低，因此产生的健康终端变化并不十分显著。此外，2015—2017年，排名前 20城市的 PM2.5污染导致的居民早逝和健康损失人

数也在显著降低，但是总体的受损城市格局没有改变，其中 18 个城市依然排在前 20 的重点损失区，河北的沧州和山东的潍坊

在 2017 年降到了 20 名外，部分城市的健康损失排名在提升，说明对于这些重点城市的空气污染治理和健康损失改善需要持续

加强。 

 

图 3 2015、2017年 PM2.5浓度与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的拟合关系 

2.2.2健康风险的经济损失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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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空气污染早逝导致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对经济的影响最不容忽视，其次是相关疾病的住院治疗，因为这些健康终端导

致了劳动时间损失，而这些劳动时间供给的减少必然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空气污染会进一步加重劳动力的稀缺，劳动时间减少

和劳动力供给下降引起的相关的经济损失达到了 0.6%～2.8%的 GDP
[43]
，因此有必要厘清相关的经济损失。 

不同健康终端单位经济损失的核算依据和过程主要为：(1)早逝带来的单位经济损失以北京市居民为参照[44]，运用生命价值

法和可支配收入比例进行核算。(2)门诊损失与住院损失，采用疾病成本法计算。年人均 GDP的日均值作为人均日误工成本，误

工时间为住院日。(3)慢性支气管炎病程缓慢，一般不易痊愈，患病时间难以确定，常造成病人极大痛苦，显著降低病人生活质

量，因此不宜采用疾病成本法计算单位成本。本文取 Viscusi 等[45]与陈晓兰[46]研究结果的中间值，即慢性支气管炎的单位成本

为统计寿命价值的 40%。对于急性支气管炎及哮喘的单位经济损失，依据黄德生等[20]患病治疗费用与急性支气管炎及哮喘单位损

失比例，结合各省的患病治疗损失以及各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估算各市急性支气管炎及哮喘的单位损失。 

 

图 4 2015、2017年居民健康损失排名前 20城市比较 

结合上述所得健康终端变化及单位经济损失，计算出 2015、2017年各地级市由 PM2.5污染导致健康问题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及

所有健康终端变化导致的总经济损失，为了便于更直观地观察和分析，选择将总经济损失带来的经济损失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

结果如图 5。从数值上看，2017年全国总经济损失值为 13826.4亿元（占当年 GDP总量的 1.68%），相比 2015年的总经济损失值

18249.6亿元（占当年 GDP总量的 2.65%），降低了 24.24%，表明随着空气污染的减缓，居民的健康经济损失也在显著减少。2017

年全国各健康终端总损失金额分别为早逝 8604.9 亿元、呼吸系统疾病住院 42.28 亿元、心血管疾病住院 41.3 亿元、慢性支气

管炎 5078.1亿元、急性支气管炎 2.1亿元、哮喘 57.7亿元，分别比 2015年下降了 24.23%、24.57%、24.55%、24.23%、24.67%

和 24.41%。细分来看，根据不同的健康终端，造成劳动力永久或长期丧失的早逝和慢性支气管炎产生的经济损失最多，其次是

疾病住院，因为这类疾病不仅需要治疗费，还包括了住院所产生的误工费用。 

从图 5 的空间分布特征来看，总体上高值区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及周边城市以及上海、重庆、成都、广州等人口分布密集且

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大城市。但城市间的经济损失差值却存在巨大的差异，高值区的损失是低值区的几百甚至上千倍，2015 年

总经济损失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苏州、石家庄、武汉、成都、广州、杭州，仅这 10个城市就

占据全国总损失值的 21.8%。这 10个城市所处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也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

这也说明了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大气污染带来更多的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也意味着加强对大城市空气污染的有效治理可以减

少居民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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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2017年直接经济损失空间分布图比较 

2.2.3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健康问题与经济损失 

为探寻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与经济损失差异情况，结合方创琳等对中国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划分[47]，

将城市化率划分为五个阶段（<30%,30%～45%,45%～60%,60%～80%和>80%），分别绘制 2015、2017年的健康终端损失和经济损失

的箱状图（图 6），并对不同阶段的平均值进行对应的城市化率进行拟合分析。 

首先，整体来看，人口城市化率的提高对 PM2.5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和相应的经济损失都有较大的影响（2017 年的拟合显著

性水平略有降低），且这一影响相对污染浓度本身更为显著。由图 6左侧的健康损失相关关系图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化率的增加，

各阶段的极小值变化不大，但极大值变化较为显著，同时平均值随城市化率提升而增大。对于经济损失，其变化与健康损失相

似。这表明在低城市化率阶段，城市由于经济欠发达、城市规模较小，集聚效应不明显，使得环境质量较好，产生的健康损失

和经济损失均较低，城市间的差异较小。而在城市化率较高的阶段，城市间的健康损失和经济损失差异较大，说明在城市化率

较高的城市中，由于产业结构、污染政策、地理环境等的差异，使得污染所产生的健康及经济损失差异显著。因此，对于部分

高污染和高人口城市化率的城市（如北京、天津等），需要格外关注由空气污染所带来的居民健康损失，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和除霾科技支撑体系；而对于部分低污染和高人口城市化率的城市（如深圳、珠海等）需要保持当前城市化

的良好发展态势，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实现经济的绿色和高质量发展。 

2.3政策启示及建议 

第一，采取有差别的 PM2.5污染分区治理策略，以便有效控制污染带来的居民健康和经济损失。考虑到不同城市化水平下 PM2.5

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差异，本文以 2015年的数据为基础、2017年数据为参照，并以城市化率为横轴、各地级市的总经济损失为

纵轴，横坐标和纵坐标的交叉点为（0.56,7.5）（全国 388 城市化率平均值 0.56 和城市经济损失的平均值 75 亿元），将各地级

市所处的情形进行分类（图 7）。 

具体包括以下四种类型：(1)第Ⅰ象限为类型 A高高城市，这些地区人口分布密集，暴露于相对严重的污染环境中，且由于

地区经济较为发达，产生的经济损失也比其他地区多，是最需要给予关注和重点控制的城市。2015年 A类城市共有 51个，其中

省会及直辖城市有 19 个，2017 年则降到了 45 个。这些地区城市化率较高，居民集中生活在城市中，集中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导

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造成居民健康问题突出。经济损失排在前十位的城市就占据全国总损失值的 21.8%，且城市化率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2)第Ⅱ象限为类型 B低高城市，这个类型的城市虽然城市化水平低，但仍具有较为严重的 PM2.5污染和经济损失。

这类城市不少分布在类型 A 城市的周边，其本身虽然城市化水平较低，但工业产值占比较高，且多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34

个城市中有 15个的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超过 50%，特别是铜陵、平顶山、潍坊等均为著名的资源型城市或重工业城市），空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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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排放量较大。同时，部分城市还承接了邻近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淘汰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此外，由于空气的流动性及

污染物的空间溢出效应，使得这些城市的空气质量受到周边 A类型城市的影响，从而带来健康损失并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3)

第Ⅲ象限为类型 C 低低城市，这些地区城市化水平及经济损失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低城市化率，但污染较少、经济损失较

小的地区，非重点区。但为避免 A、B 类型聚集区向外扩散，分布在 A、B 城市周边的 C 类城市必须格外注重污染的空间溢出效

应及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转移，以避免在城市化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破坏城市环境质量、损害居民健康。(4)第Ⅳ象限为类型 D

高低城市，是城市化水平较高，但经济损失较低的地区，这些城市应该成为空气污染治理成功典型。其中部分城市受良好的气

象、自然因素的影响较为显著，比如沿海地区由于具有较好的污染扩散优势，使得一些大城市例如厦门市、中山市和珠海市其

空气质量较好，相应的健康损失也较小。但其他分布在内陆地区的城市，则可详尽分析其产业结构、环境政策、城市布局等特

征，以期为其他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的空气污染治理提供积极范本。这类城市需要继续保持空气污染治理的良好形势，努力成为

健康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样板城市。 

 

图 6 2015、2017年城市化率与污染导致的健康和经济损失的相关关系 

第二，加强重点区的污染控制水平，适度控制人口规模、优化人口布局，在消费端降低颗粒物等排放量，切实提高居民的

健康福祉。对于前述 A 类重点控制区，首先应该加大城市污染的监控和治理力度，核查其减排措施落实情况、重点项目完成情

况和监测监控体系建设运行情况，并考虑以经济惩罚、行政约谈等手段进行违规排放责任处理。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密度大，

城市交通源、生活源的污染排放也在激增，因此，需要加强机动车及生活源污染的管控。在公共健康方面，雾霾的预报和防护

也较为重要，比如引导城市居民在雾霾天气进行有效的物理防护。在医疗卫生体系方面，需要加大相关疾病如支气管炎、哮喘

等的医疗服务和保障水平，以降低居民在这些疾病上的治疗成本。对于 B 类型的城市而言，需要提高新建企业行业准入门槛，

利用倒逼机制，遏制新建项目对排污指标无节制的需求，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同时调动已有企业治污的积极性，依托技术进步、

能源结构的优化，以提高环境容量水平和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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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5年不同城市的 PM2.5污染分区结果及分布状况 

此外，未来还需要不断加快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以智慧化、绿色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进绿色低碳创新技术的发

展和推广，以切实降低污染的跨界转移量，实现城市间的空气污染协同治理。 

3 结论 

(1)2015—2017 年，我国的 PM2.5 环境质量有一定的改善，但总体的污染格局没有显著改变。PM2.5 浓度均值从 2015 年的

45.737μg/m
3
降低到了 2017年的32.959μg/m

3
，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的污染城市比重从 2015年的 65.4%降低到了 2017年的 37.5%。

高污染地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以及周边城市。 

(2)2015—2017年，PM2.5污染的暴露人口、健康终端损失和经济损失有大幅的降低。其中，居民早逝和健康损失人数从 2015

年的 496.7 万人次降到了 2017 年的 377.9 万人次，降低了 23.9%；居民经济损失总值从 2015 年的 18249.6 亿元降低到了 2017

年的 13826.4亿元，降低了 24.24%。 

(3)城市化率的提高对 PM2.5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和相应的经济损失都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京津冀等部分高污染和高城市

化水平城市。结合城市化率与经济损失对全国 388个城市进行分类，分为类型 A高高城市（重点控制区）、类型 B低高城市（潜

在高危险区）、类型 C低低城市（非重点控制区）、类型 D高低城市（成功典范区）。当前，最需要重点进行监控与治理的为 A类

城市，城市化水平较高且健康风险和经济损失也较高，需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完善医疗保障体系和除霾科技支撑体系。 

相对已有研究，本文在人口密度、城市化与污染物的基础上，揭示了不同城市化水平影响下的 PM2.5 污染与居民健康损失和

经济损失的关系，使得分析结果更直观明了。但是，以经济损失为评判标准，忽视了居民生命健康权，后续的研究可以进一步

结合不同城市化水平发展情形下的居民收入水平、医疗健康保障体系等因素，从居民支付意愿等角度出发，探索居民因生活习

惯、暴露模式、消费理念等不同而造成的空气污染经济损失状况。此外，随着我国对 PM2.5 与臭氧、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的多目标

协同综合治理的推进，未来需要重视臭氧等多污染物带来的人体健康、生态效应和经济等的综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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